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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齐心战“疫” 

 

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问题的刑法分析 
 

谢杰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对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以至全国社会经济发展

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乱象，

个别不法分子利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妨害公共卫生安全与社会

经济秩序。 

    应当看到，《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

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妨害防控传染病犯罪解

释》）等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相关犯罪行为均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司法实务部门

在审理案件、适用法律过程中具有相对完善的法律依据；在 2003 年“非典”期间积累的大量宝

贵司法实践经验也有助于解决相关疑难问题。 

    然而，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扩散与紧急防控的攻坚战中，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模式等

受到了强大的瞬间冲击。同时，“非典”毕竟已经过去了 17年，社会经济水平、政府治理模式与

公众期待、个体思维模式、实体经济环境与金融市场、新闻传播模式等方方面面均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背景下，不乏相当数量的新型违法犯罪行为与刑法适

用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特别关注与深度解释，一部分极端社会行为导致的新型刑事法律风险亟须我

们进行针对性的刑法规制应对。 

    携带新型冠状病毒者明知病情且逃避防控措施，恶意向医护人员吐口水、撕扯防护衣物、毁

坏防护设备等行为，引发病毒传播风险与实际损害结果的，确实具有严厉惩治的必要性，疑难与

争议问题在于适用何种罪名。 

    实施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而引发疫情传播风险的认定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规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风险最为直接且基础的刑法规范依据。根据《刑

法》第 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定，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拒

绝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

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

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等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应当构成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客体是“甲类传染病”。根据《刑法》第 330

条的规定，甲类传染病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

2020年 1月 21日凌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2020年第 1号公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

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妨害传染病防

治引发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风险的行为不能据此定罪量刑。根据 2008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 49条的规定，“甲类传染病”，是

指鼠疫、霍乱；“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是指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实施的其他需要

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可见，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符合《刑法》第 330条明示性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

行为模式，且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应当认定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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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该基础性罪名的规制范围并不局限于供水、污染物品消毒处理、违反工作禁

止等具有一定特殊主体要求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领域，而且能够原则性覆盖拒

绝、逃避执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基于《传染病防治法》的疫情防

控措施的行为。所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或者卫生防疫

机构执行措施，逃避、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的，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进行刑法规范的兜底性保护。 

    传播新型冠状病毒行为的认定 

    根据《妨害防控传染病犯罪解释》第 1条的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

全的，依照刑法第 114条、第 115条第 1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所以，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行为，应当分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过失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也是当前部分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隐瞒、欺骗、逃避信息登记、隔离防疫

措施的案件被认定为相应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法》与司法解释规范依据。司法实践部门在具

体适用法律过程中，有必要严格基于主观罪过区分情形精准定性，细化司法判断规则。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断通常需要经过预检分诊、临床检查、实验室检查、胸部影像

检查、核酸测验等层层筛查后确认疑似、确诊病例；即使省级疾控中心下放确诊权限且快速检测

试剂应用之后，仍然需要历经相对严格的程序。在主观心态层面要求行为人对于病毒风险或者实

际感染情况进行明确认知并不完全现实。 

    所以，原则上必须对行为人的故意心态进行相对严格的把握，具体而言，可以结合行为主体

的病毒风险状态及其客观行为内容判断其是否属于故意造成病毒传播风险或者现实危害：（1）行

为人已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行为人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且依法处于隔离观察状态；

（3）行为人具有高度病毒接触风险（曾处于疫情高发地区）且隐瞒该高风险信息；（4）行为人

具有相当病毒接触风险（曾接触处于疫情高发地区人员）且出现发热、咳嗽、全身乏力等明显疑

似症状；（5）行为人具有高度病毒接触风险且以无防护措施的方式接触不特定人员；（6）行为人

具有相当病毒接触风险且恶意使他人暴露于病毒风险等。 

    廓清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之间的界限 

    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客体均为突发传染

病病原体，一并覆盖了甲类和乙类传染病，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仅针对甲类传染病，同时，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的法定刑相对故意与过失的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均更为轻缓。在静态的法条关系层

面，可能存在的一种质疑是，如果将引发乙类传染病传播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

罪，而将引发甲类传染病传播行为定性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会出现轻罪重罚、重罪轻罚的罪

刑失衡问题。 

    应当看到，上述刑法规范解释层面的静态推论并非毫无实践意义，因为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实务问题，即如何准确且有效界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界

限。这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传播病毒类新型犯罪行为实践认定具有重要指

导价值。 

    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侵害的法

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安全利益，即生命、身体等个人法益抽象而成的社会“公众”利益，而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侵害的法益是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公共卫生管理秩序。换句话说，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的客体主要是公共卫生秩序中的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公共卫生是指为了在某个地区内

消除或改变对所有公民都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因素而采取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完全不同于公共安

全。从这一层面分析，两者似乎并不存在根本上的适用性模糊。 

    “非典”时期积累的刑法理论经验表明，《刑法》第 330 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并没

包括“故意传播”的内容，因此，对于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应按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对于某些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的行为，根据《妨害防控传染病



 

第 3页 共 3页 

犯罪解释》第 1条的规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

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 115条第 2款的规定，按

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由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与妨

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定刑基本相同，如果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应以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定罪；而如果造成“非典”等非甲类传染病传播的，则应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定罪。 

    上述观点中，前者因为分析视角相对宏观而较难应用于司法实践，后者具体界分了危害公共

安全犯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对于不同行为类型的刑法规制功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由

于《刑法》与司法解释中的传染病概念与分类经过时间的推移与病毒类型的变化业已发生了实质

性重构，因此也无法直接适用于当前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刑事案件的司法实务而需要重新进行细致

梳理。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质内涵在于，实施严重扰乱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传染病治理秩序的

行为，但对于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实害结果）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作为结果的风险）主观上

并不具备故意。需要强调，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显然属于故意犯罪，但其犯罪故意的内容表现为明

知自己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供水、处理病毒污染物、拒绝防疫措施等行为会发生危害公共卫

生秩序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而非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

果。同时，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结构属于“行为+结果故意+加重结果的因果关系”，即实施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妨害传染病防控治理工作行为并故意扰乱公共卫生秩序，但对于甲类传

染病传播的实害结果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风险结果，仅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因果

关系，并不需要考察或者评价行为人对于该等加重结果的主观罪过。所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也

不要求行为人对于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具有过失的主观心态。 

    因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

边界划分为：实施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行为且出现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

果时，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上述行为结果并希望或者放任的，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应当预见上述结果但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以致发生上述结果的，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法证明行为人对于病毒传播危险

或者实际损害结果的主观罪过类型，但其行为特征符合《刑法》第 330条明示性规定的四种犯罪

行为模式的，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上述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解释能够相对全面地规制病

毒传播类新型犯罪行为，同时助力于刑法制度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本文为节选，稿件来源于上海市法学会） 


